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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呈现多重污染交织状态,且政府、企业与村民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行为动机

冲突,严重制约了农村可持续发展。 在共治视角下,考虑将村民视为核心治理力量,并引入碳奖惩机制,建立村

镇企业、地方人民政府和当地村民三方协同治理的农村环境演化博弈模型,运用数值仿真分析各演化博弈主体

的行为策略选择和稳定性条件。 研究结果显示:地方人民政府、村镇企业与村民在共同治理农村环境中相互影

响、相互制约,对村民制定合理的碳奖惩机制最终会达成三方协同合作的理想治理模式。 在合理的碳奖惩机制

下,村镇企业和村民能积极地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当奖惩力度超过了某一“临界值”时,其合作行为会逐渐

演化为企业严格减排和村民主动参与治理的稳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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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 2035 年将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

根本好转。 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阶段性目标是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推进绿色低碳发

展。 美丽乡村建设旨在实现农村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1-2] 。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

伴随环境问题凸显[3] ,这不仅影响农民福祉,更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4-6] 。 目前,农村污染主要源于

资源利用不当[7] 、工业影响[8-9]及村民不良生活习惯[10-12] 。 由于环境问题的多元性[13] 和复杂性[14-15] ,

单一主体治理已难以应对,亟待构建制度协同与行为激励下的帕累托最优协同治理机制[16-17] 。
目前学界对于“农村环境治理”的研究可归为三类。 第一,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政府

需承担最主要的治理责任[18] ,还需积极引导其他主体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19-20] 。 在这种模式下能在

短期内集中人力财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21] ,但过分依赖财政投入,使村民形成“等靠要”心态,缺乏内

·811·



生动力[22] 。 第二,农民参与式模式,在这一视角下则强调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加强公民赋权与自主治理

是实现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内在机制[23-24] 。 村民直接参与环境治理决策,具有显著的内生动力[25] ,但
这种模式应当避免陷入“要么政府包办,要么村民自生自灭”的二元对立[26] 。 第三,探讨多元主体互动

解决农村环境治理难题,当今面临的农村环境问题具有复杂性,需建立一个多元协同治理体系[27-28] ,全
面提高环境治理成效[29-30] 。 多元协同治理是破解农村环境治理难题的关键路径[31] 。 如沈贵银等构建

了“政府—企业—农户”三维治理框架,通过责任边界界定与协同机制设计,实现了行政规制、市场激励

与社区自治的有机整合[32] 。 该模式突破了单一主体治理的局限性,在治理效能提升与制度创新方面具

有显著价值。 碳奖惩机制是指通过经济激励与约束手段,调节组织与个人碳排放行为的一系列政策与

法规,旨在降低高能耗和减少环境污染。 政府通过构建碳交易、碳税及碳补贴等机制,可有效激励企业

实施低碳生产[33] ;陆秋琴等引入动态惩罚与补贴政策,分析政企互动机制,发现碳税与补贴政策协同能

够提升企业减排积极性[34] 。 近年来,国内外广泛探索此类机制,如日本的环保积分、荷兰的绿色回馈制

度,以及我国部分城市推行的低碳行为兑换绿色积分的活动[35-36] 。 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政府与企

业层面,村民常被视为监督者而非参与主体[37] ,且机制设计多围绕企业减排和城市居民的环保行为,针
对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村民碳奖惩机制研究仍较为不足。

在研究方法上,演化博弈突破了传统博弈论的完全理性假设,以有限理性为基础构建动态分析框

架,揭示系统均衡的形成路径[38] 。 该理论在环境治理研究中展现出独特价值,在政企互动层面,汤弘茜

等构建的博弈模型揭示了政府规制如何激励企业主动治污[39] ;企业间博弈研究则聚焦碳排放治理的协

同机制[40] 。 值得注意的是,多主体参与模式成为研究新趋势[41-43] ,如廖卫东等构建的三方博弈框架系

统解析了农村污染治理难题[44] 。 更具创新性的是,何奇龙等将村民评价纳入绩效体系,通过演化博弈

揭示了环境治理众筹的内生动力机制,为基层环境共治提供了新思路[45] 。
综上所述,学界日益关注环境政策在农村治理中的作用,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其对企业的规制效

应,较少探讨环境政策对村民参与行为的引导作用。 引入针对村民的碳奖惩机制,有助于拓展农村环境

治理的研究维度。 由此,本文构建包含“地方人民政府—村镇企业—当地村民”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将村民作为独立主体,引入碳补贴与碳惩罚等参数,分析三方策略互动与行为选择。 进一步通过数值仿

真,量化环境政策强度,识别政府对村民与企业实施碳奖惩的临界条件,直观比较不同政策的效果,以期

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依据。

二、农村环境治理机理分析

(一)农村环境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利益相关者分析需从理性层面与过程层面双向展开,理性层面聚焦治理主体间的权益关系,过程层

面关注利益协调机制的动态运行及其与预设治理模式的契合度。 在农村环境治理系统中,地方人民政

府、污染企业、村民等差异化治理主体通过参与环境资源分配,其行为直接影响环境质量,并受环境变化

的反向作用,构成复杂的治理互动关系[46-47] 。 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对地方人民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

的角色定位、村镇企业的理性特性以及村民的环境权益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三者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在图 1 中,地方人民政府为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弱化环境监管职责,通过简化审批程序、降低准入

门槛等手段,主动引入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入驻农村[48] 。 村镇企业通过高污染原始加工实现短期盈利。
同时,村民在环境治理中既是利益共享者,也是责任规避者,基于对环境公共物品的“机会主义认知偏

差”分析,村民倾向于将环境治理责任外部化,但共享治理成果。 环境效益的长期性与个体理性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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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进一步强化了“搭便车”行为。

图 1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关系

(二)农村环境治理行为决策分析

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地方人民政府、村镇企业与村民形成动态耦合关系。 地方人民政府通过构建碳

奖惩体系,运用碳税、碳补贴等政策工具引导村镇企业实施低碳生产,并对违规排放行为进行生态修复

干预。 同时,通过发放碳补贴与开展环保教育,引导村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村镇企业作为地方财政支

柱与环境破坏主体,在享受碳补贴激励的同时,面临因道德风险引发的投机行为。 村民作为环境改善的

最大受益者,其参与可推动政府与村镇企业环境治理观念的转变,并通过政府激励机制享受环境改善的

正向收益。 基于各主体的行为策略分析,构建了农村环境治理三方演化博弈之间的行为策略关系图,如

图 2 所示。

图 2　 共治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演化博弈模型逻辑关系图

基于上述利益相关者行为和决策分析框架,本文构建包含“政府监管成本—村镇企业减排成本—

村民参与成本”的三方支付函数,将“村民碳奖惩”作为关键调节变量纳入模型,量化分析其对演化路径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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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环境治理演化博弈模型构建与分析

(一)基础模型:未引入村民碳奖惩机制的博弈模型

1. 模型设计与假设

为构建农村环境治理博弈模型,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决策是一种在不确定情境下,由政府、村镇企业与村民构成共同参与的

风险决策行为。 各主体均为有限理性的,遵循着信息不完全对称的基本假设。
假设 2:地方人民政府的策略集合为{积极监管;消极监管};村镇企业的策略集合为{严格减排;消

极减排};村民的策略集合为{积极参与;消极参与}。 村镇企业采取严格减排的概率为 x,消极减排的概

率 1-x;政府采取积极监管的概率为 y,消极监管的概率 1-y;村民选择积极参与的概率为 z,消极参与的

概率 1-z。 满足:x,y,z∈[0,1]。

假设 3:当地方人民政府采取积极监管策略时,需要承担相应的监督和治理成本 Cg,但能够获得显

著的声誉收益 Gg。 这种积极监管行为通过提高环境治理绩效,向公众和上级政府传递出较强的执政能

力信号,从而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反之,若地方人民政府选择消极监管,虽可减少短期内的监管成本,但
可能因环境事故或环境相关项目失败而损害政府形象,造成严重的声誉损失 Lg。

假设 4:村镇企业的生产经营收益为 Re,当村镇企业选择积极减排策略时,需承担减排成本 Ce,但可

获得政府环保补贴 He。 若村镇企业选择消极减排策略,虽然可获得额外收益 Ee,但同时面临两种风险:
一是政府监管带来的碳税罚款 NT(其中 N 为超额排放量,T 为单位碳税税额),二是村民积极参与环境

治理可能带来的其他成本。

假设 5:村民在维持正常生产活动时可获得基础收益 Rv。 若选择主动参与环境治理,需承担参与成

本 Cv,但能有效改善村庄生态环境质量,并创造更优质的公共环境 Wv;反之,若村镇企业实施消极减排

策略,村民将面临环境污染导致的农业生产效率下降、生活品质降低等一系列负面效应 Nv,这将直接损

害村民的长期福利。
 

表 1　 模型参数及其含义

符号 含义

Re 村镇企业的生产经营收益

Ce 村镇企业购买净化设备以及投入维护设备和人员管理费用

He 村镇企业得到的碳减排补贴

Ee 村镇企业超标排放得到的额外收益

NT 村镇企业缴纳的碳税

Re 地方人民政府的基本收益

Cg 地方人民政府的监督管理与治理的成本

Gg 地方人民政府选择加强监管并积极治理环境获得的声誉收益

Lg 地方人民政府消极监管时造成的声誉损失

Rv 当地村民正常的生产收益

Cv 当地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参与成本

Wv 环境收益,直接或间接获得的经济、生态和社会福利改善

Nv 负面效益,损害村民健康和生计可持续性的隐性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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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付函数构建

根据上述假设,可以得出模型 1 在不同策略下博弈的支付矩阵(见表 2)。
 

表 2　 三方博弈的收益支付矩阵

村镇企业 / 地方人民

政府 / 当地村民

积极监管 消极监管

积极参与 消极参与 积极参与 消极参与

严格减排

Re-Ce+He Re-Ce+He Re-Ce Re-Ce

Rg-Cg-He+Gg Rg-Cg-He+Gg Rg-Lg-Hv Rg-Lg

Rv-Cv+Wv Rv Rv-Cv+Wv+Hv Rv

消极减排

Re+Ee-NT Re+Ee-NT Re+Ee Re+Ee

Rg-Cg+Gg+NT Rg-Cg+Gg+NT Rg-Lg Rg-Lg

Rv-Cv+Wv Rv-Nv Rv-Cv+Wv-Nv Rv-Nv

村镇企业选择“严格减排”、“消极减排”的期望收益与平均期望收益分别为:
Ue1 = yz(Re-Ce+He) +y(1-z)(Re-Ce+He) +(1-y) z(Re-Ce) +(1-y)(1-z)(Re-Ce),

Ue2 = yz(Re+Ee-NT) +y(1-z)(Re+Ee-NT) +(1-y) z(Re+Ee) +(1-y)(1-z)(Re+Ee),

Ue = xUe1 +(1-x)Ue2 =Ee+Re-xCe-xEe-yNT+xyHe+xyNT)。
村镇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e(x) = dx / dt= x(1-x)( -Ee-Ce+yHe+yNT), (1)
地方人民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g(y) = dy / dt= y(1-y)(Gg-Cg+Lg+NT-xHe-xNT), (2)
当地村民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v( z) = dy / dt= z(1-z)(Wv-Cv+yNv-xyNv)。 (3)
3. 演化稳定策略分析

要达到均衡稳定,根据 Friedman 提出的理论,则需要满足 Fe′(x) <0、Fg(y) <0
 

Fv′( z) <0。 对 Fe(x) 、Fg(y) 、
Fv( z)分别求一阶导数得:

F′
e(x)= (1-2x)( -Ee-Ce+yHe+yNT), (4)

F′
g(y)= (1-2y)(Gg-Cg+Lg+NT-xHe-xNT), (5)

F′
v( z)= (1-2z)(Wv-Cv+yNv-xyNv)。 (6)

(1)村镇企业的演化稳定策略

由式(4)可知,yHe+yNT-Ee-Ce = 0 是村镇企业演化稳定状态分界线。 当 yHe +yNT-Ee -Ce = 0 时,表
示村镇企业任何行为选择均是稳定策略。 当 yHe+yNT-Ee -Ce <0 时,则有 Fe′(0) <0,Fe′(1) >0,x = 0 是演化

稳定策略。 同理,当 yHe+yNT-Ee -Ce > 0 时,x = 1 是演化稳定策略,则表示村镇企业积极减排是稳定

状态。
(2)地方人民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

由式(5)可知,Gg -Cg +Lg +NT-xHe -xNT = 0 是政府演化稳定状态分界线。 当 Gg -Cg +Lg +NT-xHe -

xNT= 0 时,表示地方人民政府任何行为选择均是稳定策略。 当 Gg -Cg +Lg +NT-xHe -xNT< 0 时,则有

Fg′(0) <0,Fg′(1) >0,y= 0 是演化稳定策略。 同理,当 Gg-Cg+Lg+NT-xHe-xNT>0 时,y= 1 是演化稳定策略,
则表示地方人民政府积极监管是稳定状态。

(3)村民的演化稳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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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6)可知,Wv-Cv+yNv-xyNv = 0 是当地村民演化稳定状态分界线。 当 Wv -Cv +yNv -xyNv = 0 时,
表示村民任何行为选择均是稳定策略。 当 Wv-Cv+yNv-xyNv<0 时,则有 Fv′(0) <0、Fv′(1) >0,z = 0 是演化稳

定策略。 同理,当 Wv-Cv+yNv-xyNv>0 时,z= 1 是演化稳定策略,则表示村民积极参与是稳定状态。
4. 平衡点稳定性分析

联立上述三个主体的复制动态方程式(1) ~ (3),令 Fe(x) = 0、Fg(y) = 0、Fv( z) = 0,可得八个纯策略系统

均衡点。 根据 Friedman 提出的方法,通过雅可比矩阵来分析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雅可比矩阵如下:

J=

J11 J12 J13

J21 J22 J23

J31 J32 J33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

∂Fe(x)

∂x
∂Fe(x)

∂y
∂Fe(x)

∂z
∂Fg(y)

∂x
∂Fg(y)

∂y
∂Fg(y)

∂z
∂Fv( z)

∂x
∂Fv( z)

∂y
∂Fv( z)

∂z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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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得:
J11 = (1-2x)( -Ee-Ce+yHe+yNT),

J12 = -x(x-1)(He+NT),

J13 = 0,

J21 = y(y-1)(He+NT),

J22 = (1-2y)(Gg-Cg+Lg+NT-xHe-xNT),

J23 = 0,

J31 = z( z-1)yNv,

J32 = -z( z-1)(Hv-xNv),

J33 = (1-2z)(Hv-Cv+Wv+yNv-xyNv)。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根据李雅普诺夫第一法则可知,若雅可比矩阵所有特征值均具有负实部时,该均衡点是渐进稳定

点;反之,则是非稳定点。 其行列式的特征值稳定性结果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雅可比矩阵特征值

平衡点 特征值 λ1 特征值 λ2 特征值 λ3 稳定性结论

E1(0,0,0) -Ce-Ee Gg-Cg+Lg+NT -Cv+Wv 情形 1

E2(0,0,1) -Ce-Ee Gg-Cg+Lg+NT Cv-Wv 不稳定点

E3(0,1,0) He -Ee -Ce +NT Cg -Gg -Lg -NT -Cv +Nv +Wv 情形 2

E4(1,0,0) Ce +Ee Gg -Cg -He +Lg -Cv +Wv 不稳定点

E5(1,1,0) Ce +Ee -He -NT Cg -Gg +He -Lg -Cv +Wv 情形 3

E6(1,0,1) Ce +Ee Gg -Cg -He +Lg Cv -Wv 不稳定点

E7(0,1,1) He -Ee -Ce +NT Cg -Gg -Lg -NT Cv -Nv -Wv 情形 4

E8(1,1,1) Ce +Ee -He -NT Cg -Gg +He -Lg Cv -Wv 不稳定点

情形 1:当 Gg+Lg+NT<Cg 时,此时,E1(0,0,0)的特征值都为负,此情境下 E1 为均衡稳定点。 该情

境下会使得农村环境受到较大污染。
情形 2:当 He+NT<Ee+Ce、Cg<Gg+Lg+NT、Nv+Wv<Cv 时,E3 为均衡稳定点,政府监督可有效抑制村镇

企业的消极减排行为,而村民参与的缺失将显著削弱环境治理成效。 此情形揭示了政府规制与公众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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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环境治理中的互补性与协同的必要性。
情形 3:当 Ce+Ee<He+NT、Cg+He<Gg+Lg 时,E5 为均衡稳定点,该策略组合下村镇企业积极减排,并

且政府积极监督,但村民没有积极参与,环境改善程度较小。
情形 4:当 He+NT<Ee+Ce,Cg<Gg+Lg+NT,Cv<Nv +Wv 时,E7 为均衡稳定点,在政府监管框架下,环境

恶化趋势已初步遏制,但村镇企业制度约束不足与执行力缺失,使得环境质量提升仍面临瓶颈,故而环

境治理需强化政策工具的刚性约束。

(二)优化模型:引入村民碳奖惩机制的博弈模型

1. 模型设计与假设

为考虑设置村民碳奖惩机制,提出新的假设:
假设 6:村民的正常生产收益为 Rv。 若其积极参与环境治理(如使用清洁能源、有机肥料或举报排

污企业),需承担额外成本 Cv,但同时可获得环境改善效益 Wv。 若村镇企业超标排污,将造成环境恶化,
对村民产生负面效益 Nv。 政府将对村民的低碳行为或举报行为给予奖励 Hv,涉事企业亦须支付赔偿

Sv;反之,若村民采取高碳行为且被政府发现,将面临碳惩罚 Pv。
 

表 4　 模型参数及其含义

符号 含义

Rv 村民正常的生产收益

Cv 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参与成本

Wv 环境收益,直接或间接获得的经济、生态和社会福利改善

Nv 负面效益,损害村民健康和生计可持续性的隐性负面影响

Hv 村民积极参与环境治理得到地方人民政府的奖励

Sv 村民得到村镇企业的赔偿

Pv 村民消极参与环境治理接受惩罚

2. 支付函数构建

根据上述假设,可以得出模型Ⅱ的支付矩阵(见表 5)。
 

表 5　 三方博弈的收益支付矩阵

村镇企业 / 地方人民

政府 / 当地村民

积极监管 消极监管

积极参与 消极参与 积极参与 消极参与

严格减排

Re-Ce+He Re-Ce+He Re-Ce Re-Ce

Rg-Cg-He+Gg Rg-Cg-He+Gg+Pv Rg-Lg-Hv Rg-Lg

Rv-Cv+Wv+Hv Rv-Pv Rv-Cv+Wv+Hv Rv

消极减排

Re+Ee-NT-Sv Re+Ee-NT Re+Ee Re+Ee

Rg-Cg-Hv+Gg+NT Rg-Cg+Gg+NT+Pv Rg-Lg-Hv Rg-Lg

Rv-Cv+Wv+Sv+Hv Rv-Nv-Pv Rv-Cv+Wv-Nv+Hv Rv-Nv

村镇企业、地方人民政府和当地村民的复制动态方程分别为:
Fe(x) = x(1-x)( -Ee-Ce+yHe+yNT+yzSv), (7)
Fg(y) = y(1-y)(Gg-Cg+Lg+NT-xHe-xNT), (8)

Fv( z) = z(1-z)(Hv-Cv+Wv+yNv+yPv+ySv-xyNv-xySv)。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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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演化稳定策略分析

要达到均衡稳定,根据 Friedman 提出的理论,则需要满足 Fe′(x) <0、Fg′(y) <0 和 Fv′( z) <0。 对 Fe(x) 、
Fg(y) 、Fv( z)分别求一阶导数得:

F′
e(x)= (1-2x)( -Ee-Ce+yHe+yNT+yzSv), (10)

F′
g(y)= (1-2y)(Gg-Cg+Lg+NT+Pv-xHe-xNT-zPv+xzHv), (11)

F′
v( z)= (1-2z)(Hv-Cv+Wv+yNv+yPv+ySv-xyNv-xySv)。 (12)

(1)村镇企业的演化稳定策略

由式(10)可知,yHe+yNT+yzSv-Ee-Ce = 0 是村镇企业演化稳定状态分界线,令 a = yHe +yNT+yzSv -Ee -
Ce。 当 a= 0 时,表示村镇企业任何行为选择均是稳定策略。 当 a<0 时,则有 Fe′(0) <0,Fe′(1) >0,x= 0 是演

化稳定策略。 同理,当 a>0 时,x= 1 是演化稳定策略,表示村镇企业积极减排是稳定状态。
(2)地方人民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

由式(11)可知,Gg-Cg+Lg+NT+Pv-xHe-xNT-zPv +xzHv = 0 是政府演化稳定状态分界线,令 b =Gg -Cg +
Lg+NT+Pv-xHe-xNT-zPv+xzHv。 当 b= 0 时,表示地方人民政府任何行为选择均是稳定策略。 当 b<0 时,
则有 Fg′(0) <0,Fg′(1) >0,y= 0 是演化稳定策略。 同理,当 b>0 时,y = 1 是演化稳定策略,表示地方人民政

府积极监管是稳定状态。
(3)村民的演化稳定策略

由式(12)可知,Hv-Cv+Wv+yNv+yPv +ySv -xyNv -xySv = 0 是当地村民演化稳定状态分界线,令 c=Hv -
Cv+Wv+yNv +yPv +ySv -xyNv -xySv。 当 c = 0 时,表示村民任何行为选择均是稳定策略。 当 c<0 时,则有

Fv′(0) <0,Fv′(1) >0,z= 0 是演化稳定策略。 同理,当 c>0 时,z= 1 是演化稳定策略,表示村民积极参与是稳

定状态。
4. 平衡点稳定性分析

由上述主体的复制动态方程式(7) ~ (9),得出雅可比矩阵如下:

J=

J11 J12 J13

J21 J22 J23

J31 J32 J33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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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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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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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得:
J11 = (1-2x)( -Ee-Ce+yHe+yNT+yzSv),

J12 = -x(x-1)(He+NT+zSv),

J13 = -xy(x-1)Sv,

J21 = y(y-1)(He+NT-zHv),

J22 = (1-2y)(Gg-Cg+Lg+NT+Pv-xHe-xNT-zPv -xzHv),

J23 = y(y-1)(Pv+xHv),

J31 = z( z-1)(yNv+ySv),

J32 = -z( z-1)(Hv+Pv+Sv-xNv-xSv),

J33 = (1-2z)(Hv-Cv+Wv+yNv+yPv+ySv-xyNv-xySv)。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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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行列式的特征值稳定性结果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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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雅可比矩阵特征值

平衡点 特征值 λ1 特征值 λ2 特征值 λ3 稳定性结论

E1(0,0,0) -Ce-Ee Gg-Cg+Lg+NT+Pv Hv-Cv+Wv 情形 1

E2(0,0,1) -Ce-Ee Gg-Cg+Lg+NT Cv-Hv-Wv 情形 2

E3(0,1,0) He-Ee-Ce+NT Cg-Gg-Lg-NT-Pv Hv-Cv+Nv+Pv+Sv+Wv 情形 3

E4(1,0,0) Ce+Ee Gg-Cg-He+Lg+Pv Hv-Cv+Wv 不稳定点

E5(1,1,0) Ce+Ee-He-NT Cg-Gg+He-Lg-Pv Hv-Cv+Pv+Wv 情形 4

E6(1,0,1) Ce+Ee Gg-Cg-He+Hv+Lg Cv-Hv-Wv 不稳定点

E7(0,1,1) He-Ee-Ce+NT+Sv Cg-Gg-Lg-NT Cv-Hv-Nv-Pv-Sv-Wv 情形 5

E8(1,1,1) Ce+Ee-He-NT-Sv Cg-Gg+He-Hv-Lg Cv-Hv-Pv-Wv 情形 6

情形 1:当满足 Gg+Lg+NT+Pv<Cg,Hv+Wv<Cv 时,地方人民政府在碳治理中的监管成本超过其综合

收益;村民参与的成本高于其直接收益。 此时,E1(0,0,0)的特征值都为负,E1 为均衡稳定点。 该情形

下,农村环境会受到很大的污染。
情形 2:当 Gg+Lg+NT<Cg,Cv<Hv+Wv 时,村民积极参与获得的收益高于其参与成本。 此时,E2(0,0,

1)为均衡稳定点,尽管村民积极性很高,但村镇企业消极,政府不作为,也会使得环境受到较大污染。
情形 3:当 He+NT<Ee+Ce、Cg<Gg+Lg+NT+Pv、Hv +Nv +Pv +Sv +Wv <Cv 时,村镇企业消极减排的额外收

益与规避的成本之和,若大于其所获碳补贴与所缴碳税之和,即构成其选择消极策略的临界条件。 此

时,E3(0,1,0)为均衡稳定点。 在情形下,尽管政府积极进行监督,环境不会加剧恶化,但环境也难以得

到改善。
情形 4:当 Ce+Ee<He+NT,Cg+He<Gg+Lg+Pv,Hv+Pv+Wv <Cv 时,若村镇企业的减排净收益为正,地方

人民政府的监管净收益超过成本,而村民的参与成本高于其总收益,则构成一个稳定均衡 E5,此时环境

改善程度有限。
情形 5:当 He+NT+Sv<Ee+Ce,Cg<Gg+Lg+NT,Cv <Hv +Nv +Pv +Sv +Wv 时,村镇企业的减排净收益需大

于总补贴与成本,地方人民政府的监管净收益需大于声誉损失,村民参与净收益需大于惩罚成本。 此

时,该组合策略为均衡稳定点 E7,但因村镇企业不作为,非帕累托最优组合,未能实现环境改善与经济

激励的协同优化。
情形 6:当 Ce+Ee<He+NT+Sv,Cg+He <Gg +Hv +Lg,Cv <Hv +Pv +Wv 时,即村镇企业减排净成本小于政策

激励总和,政府监管净支出小于监管综合收益,村民参与成本小于综合收益时,该组合策略构成均衡稳

定点 E8。 在该均衡状态下,三方主体均采取最优策略,形成帕累托最优的协同治理机制,能有效破解农

村环境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

四、仿真分析

(一)基础博弈模型仿真

1. 系统稳定性检验

为更直观地揭示参数对系统演化的影响,在博弈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采用 Matlab2021a
进行数值仿真,分析各方策略选择。 参考既有文献[49-50] 的赋值方法,结合参数间的约束关系与实际情

况,对模型变量予以合理赋值。 后文图 3 至图 10 中,x、y、z 轴分别表示村镇企业严格减排概率、政府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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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监管概率与村民积极参与概率。
设数组 1:Rg = 35,Cg = 25,Gg = 25,Lg = 30,Re = 50,Ce = 45,He = 18,Ee = 16,NT = 28,Rv = 25,Cv = 26,

Wv = 9,Nv = 7。
各参数满足模型Ⅰ情形 2 中的参数条件。 在初始阶段,政府面临着舆论和环境退化的压力,当村镇

企业倾向于消极减排时,政府对其采取措施,引导各方积极参与环境治理。 政府开始选择监管策略时,
由于奖惩力度小或渠道不完善等因素,村镇企业和村民仍会选择不参与治理,最终三方在 E3(0,1,0)达

到平衡后,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 3　 E3(0,1,0)的稳定性检验

数组 2:Rg = 35,Cg = 30,Gg = 25,Lg = 30,Re = 50,Ce = 45,He = 24,Ee = 16,NT= 38,Rv = 25,Cv = 26,Wv =

9,Nv = 7。
在满足模型Ⅰ情形 3 的参数条件下,结果表明(图 4):系统经过 100 次演化后,无论初始策略如何,

最终均稳定收敛于均衡点 E5,验证了理论模型的正确性。 具体表现为,政府提升对村镇企业的奖惩力

度,且监管成本较低时,其监管意愿显著增强,进而促使企业减排概率提升。 该结论揭示了政策强度与

监管成本对政企行为的协同影响机制。

图 4　 均衡点 E5(1,1,0)的稳定性检验

2. 地方人民政府对村镇企业严格减排时的碳补贴 He

基于初始策略概率(0. 5,0. 5,0. 5),本研究通过控制变量法考察碳补贴强度对系统演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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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模型Ⅰ在情形 3 下政府对村镇企业严格减排时激励补贴力度的变化对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改变

碳补贴 He 的取值,设置两组实验参数:第一组梯度变化(5 ~ 25),第二组精细调节(21 ~ 25)。 参照文

献[22-23]方法,设定 50 次演化周期(下同),仿真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 5　 He 对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

仿真结果表明(图 5),碳补贴强度存在 22 ~ 24 的临界区间。 当 He 小于 22 时,系统稳定于 E3;当 He

大于 24 时,则收敛至 E5。 这一非线性突变特征揭示了环境治理中“最小有效补贴”机制的存在,只有当

补贴强度突破阈值(He≈23)时,方能触发企业减排策略的质变。 该发现为制定精准化环境激励政策提

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3. 村镇企业消极减排时,政府对其的碳税罚款 NT
为分析模型Ⅰ情形 3 下碳税惩罚力度对系统演化的影响,固定其余参数,分别对碳税惩罚 NT 赋予

两组数值:第一组为 10 ~ 50,第二组为 41 ~ 45,并进行 50 次演化迭代,仿真结果如图 6 所示。

　
图 6　 NT 对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

如图 6 所示,随着碳税惩罚力度的提高,系统演化稳定点由 E3 逐渐转向 E5。 碳税惩罚的临界值处

于 42 ~ 44 之间,若惩罚力度低于该阈值,系统将收敛于 E3,即企业消极减排、政府积极监管、村民消极参

与。 此时,较低的惩罚无法对企业形成有效约束,企业仍倾向于维持原有策略。 一旦惩罚超过该临界

值,系统则稳定于 E5。 较高惩罚显著增加排放成本,促使企业为规避罚款而选择严格减排,同时政府也

因罚款收入部分抵销监管成本而更加积极地进行监管。 演化速率随惩罚力度增大而加快,反映出碳税

政策具有明显的行为引导效果。 研究表明,合理设置碳税阈值对激励企业减排至关重要,建议对违规企

业施以较高税率,以有效提升其减排积极性,并对达标企业给予税率优惠以实现最优减排激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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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博弈模型仿真分析

1. 系统稳定性检验

设定数组 3:Rg = 35,Cg = 30,Gg = 25,Lg = 30,Re = 50,Ce = 45,He = 24,Ee = 16,NT= 38,Rv = 25,Cv = 26,
Wv = 9,Nv = 7,Hv = 3,Sv = 1,Pv = 2。

在模型Ⅱ情形 4 的参数条件下,仿真结果显示:当村镇企业和村民初始选择不参与策略时,政府实

施监管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对村民的奖惩力度不足,未能突破其参与阈值,三方博弈最终稳定于

E5 均衡点。 这一现象揭示了环境治理中“激励失灵”问题,表明现有奖惩机制对村民行为的影响存在显

著的门槛效应。

图 7　 E5(1,1,0)的稳定性检验

数组 4:Rg = 35,Cg = 30,Gg = 25,Lg = 30,Re = 50,Ce = 45,He = 24,Ee = 16,NT= 38,Rv = 25,Cv = 26,Wv =

9,Nv = 7,Hv = 13,Sv = 8,Pv = 8。
在模型Ⅱ情形 6 的参数条件下,将设定参数代入并进行 100 次演化迭代,仿真结果如图 8 所示,与

演化稳定性分析一致,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此阶段政府通过加大对村民的奖励与惩罚力度,并以较低

的监管成本实现更有效的监管,显著提高了村民积极参与环境治理的概率。

图 8　 均衡点 E8(1,1,1)的稳定性检验

2. 地方人民政府对村民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时的碳补贴 Hv

为分析模型Ⅱ情形 4 下碳补贴力度对系统演化的影响,在保持其他参数不变的条件下,分别对碳补

贴 Hv 赋予两组数值:第一组为 1、3、5、7、9,第二组为 8 ~ 12。 对复制动态方程进行 50 次迭代仿真,结果

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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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Hv 对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

如图 9 所示,村民参与意愿与补贴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碳补贴临界值处于 8 ~ 10 之间。 补贴低于该

阈值时,系统收敛于消极均衡 E5,表明补贴不足以覆盖参与成本;超过阈值后,村民参与概率显著提升,

此时环境收益与补贴之和大于成本。 为实现共治目标,政府需提供足够补贴以激励村民参与。 然而,鉴
于环境治理的正外部性,应构建“激励—约束”协同机制,结合动态补贴与长效监督,以保障治理效果的

可持续性。

3. 村民消极参与环境治理时,政府对其的惩罚 Pv

为探究情形 4 下地方人民政府碳惩罚力度对村民消极参与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保持其他参数不

变,只改变碳惩罚 Pv 的取值,进行两组赋值:第一组 1,2,3,4,5;第二组 5,7,9,11,13。 基于复制动态方

程组的 50 次仿真结果如图 10 所示。

　
图 10　 Pv 对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

当村民消极参与环境治理时,地方人民政府对其施加的碳惩罚临界值处于 3 ~ 5 之间。 若惩罚力度

低于该阈值,系统将收敛于均衡点 E5,反映了监管失效下村民的“成本—收益”理性选择。 因惩罚不足

时违规成本低于治理成本,村民仍倾向于消极行为。 适度的惩罚配合监管可显著提升参与意愿,故而建

立分级惩罚机制是有必要的,将惩罚强度与违规程度动态关联,以形成可持续的行为约束作用。

仿真研究表明,当环境治理惩罚力度突破临界值后,系统将趋向最优稳定状态 E8。 定量分析揭示,

惩罚强度每提升一个单位,村民参与意愿相应提高,这一效应通过双重机制实现,既显著降低政府监管

压力,又大幅增加村民消极行为的预期成本。 然而,惩罚效果呈现明显的收益递减规律,后期每单位惩

罚带来的参与率提升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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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在共治视角下,本文考虑将村民视为核心治理力量,并引入碳奖惩机制,建立村镇企业、地方人民政

府和当地村民三方协同治理的农村环境演化博弈模型,运用数值仿真分析各演化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

选择和稳定性条件。 研究结论如下:(1)政府、企业与村民在共同治理农村环境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村镇企业严格减排,地方人民政府积极监管,当地村民积极参与是系统演化稳定策略。 这表明,对村民

制定合理的碳奖惩机制,最终会达成三方协同合作的理想治理模式。 (2)政府对村镇排污企业设置合

理的碳奖惩措施,可以促进企业积极减排策略。
 

当政府对村镇企业的奖惩力度超过了某一“临界值”,村
镇企业的行为会逐渐趋向采取参与策略。 随着奖惩力度的提高,演化速率加快,这促使村镇企业演化为

严格减排的稳定策略。 (3)在没有设置村民碳奖惩机制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中,村民是否积极参与治

理更大程度取决于自身的环保意识,在合理的碳奖惩机制下,可以使村民积极地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

中,且奖惩力度对村镇企业和村民的行为演化具有显著影响。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在政府层面,以排放“临界值”为划分标准,对企业碳排

放实施差异化的税收和罚款政策;同时,量化分类污染源,并依托数字化平台整合部门数据,制定跨部门

环境执法权责清单,明确联合执法职责。 (2)在企业层面,构建“临界值—工艺—监管”三位一体管控模

式:对企业碳排放实施动态管控,推动高排放企业实现清洁生产工艺改造,中低排放企业分阶段推进;建
立动态排污许可制度,实施企业分类管理;开发企业环境信息双公开系统,实现排放数据共享。 (3)在

村民层面,构建“碳账户+行为激励”体系:通过家庭碳核算系统全面监测碳排放指标,建立“基础分+超
额奖”碳积分制度,开展“黄—橙—红”预警机制,并将碳绩效作为“文明家庭”评选的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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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s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esents
 

pollution
 

intertwined
 

state,
 

and
 

the
 

government,
 

en-
terprises

 

and
 

villagers
 

have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conflicting
 

behavioral
 

motives,
 

which
 

seriously
 

restric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hared
 

governance,
 

considering
 

villagers
 

as
 

the
 

core
 

governance
 

force
 

and
 

introducing
 

carbon
 

reward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s,
 

we
 

establish
 

a
 

game
 

model
 

of
 

rural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in
 

which
 

village
 

enterprises,
 

local
 

people’s
 

governments
 

and
 

local
 

vil-
lagers

 

collaborate
 

in
 

governance,
 

and
 

use
 

numerical
 

simulation
 

to
 

analyze
 

the
 

behavioral
 

strategy
 

choices
 

and
 

stability
 

conditions
 

of
 

each
 

evolutionary
 

game
 

subjec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local
 

people’s
 

govern-
ments,

 

village
 

enterprises
 

and
 

villagers
 

have
 

mutual
 

influence
 

and
 

constraints
 

in
 

the
 

joint
 

governance
 

of
 

the
 

ru-
ral

 

environment,
 

and
 

a
 

reasonable
 

carbon
 

incentive
 

and
 

penalty
 

mechanism
 

for
 

villagers
 

will
 

eventually
 

achieve
 

the
 

ideal
 

governance
 

mode
 

of
 

tripartite
 

cooperation.
 

Under
 

a
 

reasonable
 

carbon
 

incentive
 

and
 

penalty
 

mecha-
nism,

 

village
 

enterprises
 

and
 

villagers
 

can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when
 

the
 

intensity
 

of
 

incentives
 

and
 

penalties
 

exceeds
 

a
 

certain
 

“critical
 

value”,
 

their
 

cooperative
 

behaviors
 

will
 

gradu-
ally

 

evolve
 

into
 

a
 

stable
 

strategy
 

in
 

which
 

enterprises
 

strictly
 

reduce
 

emissions
 

and
 

villager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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